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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
———“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车人杰

  摘要: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

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

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

“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

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

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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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随着地方权势扩张及“自治”、“联邦”等近代政治观念传入,作为中国传统地方最高行政管理

层级的“省”①,如何因应新局、实现制度转型,成为朝野各方的热门议题,并受到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②。一

般认为,近代“省制”问题的核心是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的变迁反映中央权力与“省权”的消长,并
影响国家统一的程度③。民国初年,中央权力式微,“省权”扩张,省制呈现出分离主义倾向。进入20世纪30
年代,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全国统一,中央政府权威日增,省制渐又呈现出向着“统一”靠拢的倾向④。

相较而言,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更受学界重视,但这并非民国“省制”问题的全部。从政制建置角度

考量,省作为沟通中央与基层的中间层级,其相对基层具有集权属性,这一点并未因近代政治的急剧转型而

动摇。揆诸民国政况,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博弈固然激烈,但各省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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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传统地方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大体经历了“郡国(秦汉)-州(魏晋)-州郡(隋唐前期)-道(唐后期五代)-路(宋金)-省(元以后)”的演

变。“省”原为官署名称,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金朝末年于路一级政区上设“行台省”机构,元代设“中书省”、“行中书省”,省自此为国家正

式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参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6-72页。
学界有关民国时期“省制”问题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赵锦铎《李大钊<省制与宪法>解析———兼析李大钊在集权、分权问题上认识的转

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06-115页;周生春、孔祥来《民国初年的省制改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39-42、48页;李学智《民元省制之争》,《民国研究》2010年春季号(第1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版,第105-126页;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9-49页;陈明《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省筹议》,《历
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39-56页;徐杨《“旧邦新造”的制度逻辑:西式话语中的近代省制言说》,《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28-
133页;梁华玮《国民政府时期省制及其运作研究(1925-1937)———以长江中下游省份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翁有为《近
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等。
李学智《民元省制之争》,《民国研究》2010年春季号(总第17辑),第105、124-126页。
翁有为《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第99-102页。



而难以忽略。南京政府在推动国家统一时,不仅面临省区实力派的反抗,还需应对来自更低层级离心力量的

抵制。此外,从长远看,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南京政府在地方还面临更为严峻的挑

战。上述情形,造成自身实力不足的南京政府在处理省制问题时面临两难困境,即既要削弱省区独立性以维

护中央权威,又需强化省府权力以维系地方统一。其相关政治运作,内涵极为丰富。
鉴于既有研究对前一层面论述甚多,而对于后一层面探讨似嫌不足,本文拟以“川政统一”后四川地方政

制改革为例,从政治技术的视角分析“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冀
为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与如何实现并巩固国家统一提供新的思考。

一 废除“防区”:南京政府统一川政的下手功夫

清季以降,省区势力坐大,中央政府对各省渐失统御能力。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独立”并成

立军政府,使得省级政权在事实上成为地方自治政权①,省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为时人所瞩目②。民国

初年,袁世凯政府推行中央集权,为遏制省区地方主义,在各省厉行“军民分治”,禁止地方军人干政,甚至谋

求“废省存道”③。但随着袁世凯去世,国家权势重心失却,各省再度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中国陷入“军阀割

据”的分裂状态。
对于民初的“军阀割据”,时人及后世学者多瞩目于军人把持一省或数省对抗中央的现象,对导致此种现

象的“督军制”及“巡阅使制”诟病犹多④。但揆诸史实可知,这一时期的分裂乱象并非全然表现为以省为单

位的军人割据,许多省区内部同时还存在着都督命令不能行于各军长官、区域民政无法为省府主持的状况。
一般认为,“镇守使”制导致了此种乱象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政府设置镇守使,原有制衡各省都督

“尾大不掉”,“以为集权之预备”的用意,然而一旦省级军政权力无法约束省以下的独立军区,中央政府亦未

必“有此能力足以肆应不穷”⑥。可见,民初地方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在制度上并不能全然归结于“省权”的
膨胀。

事实上,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部分省区的民政、军政亦无法统一,地
方长期处于大小军阀势力的割据与拉锯战之中。四川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自古以来,四川因特殊的

山川地理与人文形势,被认为是最易发生割据之地。辛亥革命中,四川虽最早爆发武装暴动,但全省革命形

势却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特点,不仅“独立”时间为南方各省最晚,全省统一也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⑦。此

外,由于川省在西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北洋、同盟会(国民党)及滇、黔等省军人亦纷纷插

足川省。上述情形,使得川省军政格局自民国成立伊始即呈现出“碎片化”态势,极大妨碍了中央政府的对川

治理。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数度谋求“武力统一”四川,但皆以失败告终⑧。这不仅严重损坏了中央政府的形

象与权威,还使得四川地方政局陷入长期混沌状态。1917年以后,南北势力在川长期竞逐,以致该省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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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34页。
民国初年,朝野围绕“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等问题争论激烈,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一派甚至主张“废省”。参见:康有为《废省论》,经世文编

社编《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二)·地方》,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94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129页。
参见:《总统府会议省官制案》,沈阳《盛京时报》1912年10月27日,第3版;《副总统主张废省存道》,上海《时事新报》1913年10月17日,第

1张第2版;《近日总统府之国务会议案》,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23日,第3版;等等。相关研究,则主要有:陈明《熊希龄内阁时期的废

省筹议》,《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39-56页。
杨天宏《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50-51页。
关于“镇守使”制,参见: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429页;冯巧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镇守使制研

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第71-79页。
梦幻《对于军事统一之疑问》,天津《大公报》1913年9月10日,第3版。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0-1062页;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

537-585页。
袁世凯、段祺瑞与吴佩孚“武力统一”四川的经过,详见: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140-
141、160页。



难以稳固①。加之省内主客军林立,各军把持戍区军政、人事与财政,省政府无力支撑地方军费,被迫承认各

军军费“就地自筹”,“凡军队卫戍其地,租税归其征收,官吏归其委任,赏罚归其主持,俨同古代夷地之酋长,
川人称之曰防区制”②。

“防区制”的形成,使得以督军、省长为代表的四川省级军政机关无法整合本省,川省呈现出“防区”独立

于省府、省区独立于中央的“双重分裂”态势。在此种状态下,不论是中央对省区的统驭,还是省区对基层的

管治,都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与同期许多省份督军“兼摄民政”、破坏统一不同,督军制在四川造成的最大

问题不在于督军权限过大、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而在于督军无法履行其“指挥省内陆军”的法定职权,导致

军权分散③。道尹与镇守使在“防区制”下的川省也未能发挥其约束省区离心倾向的作用④,地方权势重心实

际上转移到军人控制的“防区”。尽管名义上四川仍存在省级政治与军事长官(省长与省主席、督军与督办),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省内各军“军长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同时“他们又独立于省外的更高权

力”⑤。这意味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防区”实际上都取代了“省”这一层级。时论甚至认为,当时“四川

虽为一省,实则无异于春秋战国之五霸七雄”⑥。
“防区制”不仅破坏国家统一,也给地方政治及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干涉川局,川中各

军力量相对均衡,难以单独实现区域统一,地方长期处于“防区”林立、武装对峙状态。缺少中央与省级军政

力量的制约,川中各军对外争夺“防区”,不断引发地方战事,对内则以军统政,全力榨取“防区”资源。这导致

“防区制”下的四川军事力量空前膨胀,地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被军队大量消耗,地方社会不堪重负⑦。实现

“川政统一”,进而推动国家统一,成为当时央地各方的一致诉求。而肢解“防区”,则是统一川政的“下手功

夫”。
由于北洋皖系政府“武力统一”受挫,为结束“防区制”,川人一度谋求通过“联省自治”脱离南北之争,先

实现地方统一,进而联络数省,实现区域政治一体化,但因支撑自治的地方军人缺乏统一实力,这一尝试最终

失败⑧。直系政府“武力统一”失败后,川中军民各界亦曾效法北京“善后会议”先例,谋求地方和平统一,却
因地方军人再度交哄而流产⑨。此后,随着国民党通过与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实现自身改组,走上了一

条全新的统一路径,部分川人逐渐将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身上。然而,南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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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至1926年底,四川省级最高军事长官至少更迭9次,省长更迭10次,所有更迭都由地方军阀战争导致,其中1918-1920、1923
-1924年还两度出现两个省府并峙的状况。参见:《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组织沿革》(1911年—1949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

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1-595页。
《川省军事会议闭会后之变态》,《申报》1922年11月27日,第3张第10版。
张澜认为,当时川军各部仍为“破碎乖离之割据”,且“各怀意见,内情乖离”,对于督军一职“人怀觊觎之心”,而为督军者又“实力单薄,不足以

相制裁”,“就现在形势观之,无论谁为督军,皆不能收拾川局”。参见:张澜《与熊克武论自治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3
辑,第6页。
比如:1922年,时任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的刘湘任命的西川道尹以“武人干涉,不能履新”;1923年,川战正酣,川省五道道尹更在旬月之间数度

改易(分别参见:春涛《川军内讧之真相(二)》,《申报》1922年7月2日,第3张第11版;《俶扰中之川政局》,《申报》1923年6月21日,第3张

第10版)。而北京政府曾于1920年底任命刘湘、杨森等川军将领分任川中各镇守使,但刘、杨等人皆以“川省自治”为由拒绝(参见:《北京政

府任命四川军政首长令》(1920年12月30日)、《刘湘等拒绝北京政府任命电》(1921年1月21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

3辑,第230、238页)。
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周宪民《解决川局问题 宜以外省兵力削平川乱》,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1日,第10版。
参见:《川军内讧风说 引起各方注视:何朱去电箴劝二刘 旅京川人筹拟应付 目下尚未正式接触 刘湘表示不还一弹》,《申报》1932年10月2
日,第2张第8版;《川中非法税捐之一斑》,《蜀评》1925年第10/11期合刊,第1-7页;李明良《四川农民经济穷困的原因》,《四川月报》1933
年第2卷第6期,第1-28页。
参见:车人杰《地方自治中的统一诉求———北洋时期四川“省自治运动”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70-82
页。
张惠昌《四川军阀混战中的“善后会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页。
参见:《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1926年8月9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67页;《北伐后援会告将领书》,《国民公报》1926年8月31日,第5版。



政府因自身实力所限,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具备统一四川的条件,实际上对川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①。
直到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混战、川北空虚之际进入“通、南、巴”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情形

才得以改变。由于川省各军“防区”并立,“防区制”下民众生活困苦,川北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到1934年8
月,红军粉碎川军“六路围剿”,刘湘被迫“通电辞职”,“防区制”的统治秩序陷入全面危机②。为防止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红军“赤化全川”,四川地方军人被迫向南京政府求援,南京政府亦不得不放弃在川省事务上的保

守态度,开始更为积极地介入川省事务。
事实上,红军在川北的胜利,将川省“防区制”弱点暴露无遗。由于“防区”之上缺乏更高的军政权威,形

如散沙的川军各部,根本无法应对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工农红军,而林立的“防区”在政治上也无法抗

衡高度统一的红色根据地③。对南京政府而言,应对川局有全盘接管和“倚重刘湘”两个选项。由于刘湘指

挥川军“围剿”惨败,南京政府及川省内部“中央军援川”及“撤换刘湘”的呼声一度高涨④。然而,此时南京政

府的力量尚深陷江西“围剿”战场,刘湘仍是川省地方权势重心之所在⑤。经过权衡,蒋介石最终选择成本较

小的治川方略,决定“四川应以甫澄为主体”⑥,优先支持刘湘肢解“防区”,实现“川政统一”,以强化省权的方

式应对中共武装革命。

1934年11月,刘湘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等国府领袖,央地双方就“川政统一”及四川省府人事、财政与地

方军事安排达成一致意见⑦。同年12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并派遣贺国光率领“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刘湘“围剿”红军,实现“川政统一”。1935年2月10日,刘湘就任省主

席,四川新省府成立。在南京政府督促下,川军各部随后将“防区”政权交还省府。同年3月1日,川军各部

军费正式由刘湘领导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筹核发,“川政统一”实现,四川自此被纳入南京政府治下⑧。
肢解“防区”是南京政府统一川政的下手功夫,其实质无非是“中央”势力尚不足以全盘接管四川,不得已

支持地方军人中有实力且与南京方面关系尚可的一派统合川省,以应付“红色浪潮”的“冲击”。“川政统一”
实现后,南京政府延续上述思路,在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度”、“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县府裁局改科”与
“分区设署”等制度,希图“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⑨。此种“直线式的集权制加入横线式的统

合制”的“改革”,有利于重塑省政府权威,也得到刘湘集团的支持。于是,以“强化省权”为核心的地方政

制改革在川省得以推行。
二 合署办公:强化省主席的地方事权

南京政府在川“强化省权”,缘于“防区”时代四川省级政权瘫痪,丧失制约地方割据的能力。重建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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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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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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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金生《“待时发展”:1926年—1928年蒋介石对滇川黔的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75-185
页。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上,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年版,第525-548页;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第297-306页。
时论认为,川省“防区之弊,积重难返,畛域之见,牢不可破,步调一有不齐,‘匪’即乘隙运用,利害略有不同,猜疑立时纷起”。参见:《川省“剿
匪”之成败关头》,天津《大公报》1934年8月25日,第1张第2版。按:本文引用文献中“匪”、“剿匪”、“围剿”等字词的引号系笔者引用时所

加,系特指中国早期武装力量或中国工农红军,皆是当时官方及主流媒体对民众武装力量的蔑称。
《程泽润电蒋中正据曾鉴等函恳派鄂陕驻军入川会剿及立派胡宗南师全部入驻昭化广元一带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4年9月20日),台
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呈表汇集,档号002-080200-00441-208。
《蒋中正电何应钦“川匪”势大川军内部亦甚复杂中央军因“赣匪”牵制难以调遣大军入川只可暂行备战工作》(1934年9月10日),台北“国
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档号002-080200-00178-091。
《程泽润电蒋中正召集在渝各军代表宣达钧座对川意旨中央将不派兵入川各路军应服从刘湘统一指挥捐除私忿协力“剿匪”》(1934年9月

11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档号002-080200-00178-116。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四川问题,既信任甫澄,当不使其失望”,“四川方针决委刘以专责”。参见:《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8、30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周开庆编《民国川事纪要》上,第568-570页。
《国民政府为准蒋介石普遍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意见备案事致行政院训令》(1932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

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
甘乃光语,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934年11月,刘湘在与张群的会晤中提出,“扩大三省‘剿匪’总部,划定四川为‘剿匪’省份,归总部管辖,所有军事政治均商承办理”,表明

刘湘支持在川推行地方政制改革。参见:《张群电蒋中正经分别与刘湘张必果邓汉祥商定扩大三省“剿匪”总部组织与改组四川省府等办法》
(1934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一),档号002-080200-00193-008。



治秩序,确保省政府正常行使法定职权的能力尤为重要。于是,推行“省政府合署办公制”,成为川省地方政

制改革的第一步。
“省政府合署办公制”系1932年9月由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在答复蒋介石“对于省政府组织”意见

时首先提出,并在1934年7月颁布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中正式确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各省省

政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与保安处概行并入省政府公署,裁并或缩小其余直属省府机关

并改隶于各主管厅处;省府一切文书,概由省府秘书处总发,但须由各主管厅处承办、分别副署或会同副署并

签呈主席判行,各厅处只有在监督指挥所属职员与所辖机关之事务进行且不抵触省令的范围内可自发各厅

处令,各厅处与中央院部及下属专员、县长、市长之间均不得直接往覆文书,一律以省政府名义行文①。
从地方政制建置的视角看,“省政府合署办公制”涉及到省府组织形式与省长职权范围,两者皆为民初以

来朝野聚讼纷纭的焦点。北洋时期,省级行政机关采用“首领制”(即省长制),由民政长、巡按使或省长主持

全省行政。不过,由于军阀对各省政权争夺不休,限制省长职权以减少“内战及政潮”的观点流行一时②。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省组织法,将“委员制”引入省府组织,规定省政府各厅厅长合组“省务会

议”,次年1月又设立“省政府委员”一职,规定由省府委员兼任省主席及各厅长职务,采取“合议制”。然而,
随着省政府的规模与日俱增,“合议制”的省府在开支经费与行使职权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恢复“省长制”
的呼声于是此起彼伏③。

南京政府在各省推行“合署办公”的本意,是缓解省府规模膨胀导致的行政开支剧增,及省府“合议制”带
来的“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等有损行政效率的弊端④。但对混乱已久的四川地方政局而言,“合署办公”有
着强化省主席地方事权、巩固“川政统一”的意义。“防区制”时期,四川省府长期无法正常行使职权,除因军

人借“防区”架空省府,省制自身的缺陷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省级民政和军政首长分立,省府各厅处

的独立性亦较强,省级政权实质上处于“多头制度”之下,不仅难以正常行使职权,还常因军阀斗争而瓦解⑤,
省主席、厅长及省府委员等职务更是沦为中央政府安抚地方军人的工具⑥。推行“合署办公制”,对刘湘领导

的四川新省府有两大好处:其一,缩小省府规模,特别是减少省府委员的规模,可避免此前省府“多头”情形再

度出现,从而有利于省府本身的稳定;其二,合署议事可确保刘湘对省府各项决策的绝对把控,避免省府各部

门因态度、意见分歧而相互掣肘,有利于省府正常履职⑦。

1935年2月,四川省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合署办公大纲施行细则》。4月,南京方面发回经修正的

《大纲施行细则》二十条,由省府全文公布,“省府合署办公制度”正式确立。根据《施行细则》规定,省主席在

“合署办公”体制运行中居于绝对中心地位;无论是各厅处办事细则的核定,还是所拟文件的判行,皆须由秘

书处交省主席决定;省府对外文书原则上以省政府名义呈发,然“如事关紧急处分或不涉及各厅处主管事务

者,得以主席名义行之”;此外,秘书处负责收发与各厅处所办一切文件,除“一时不宜宣布,应由主席及主管

厅处独负其责者外”,均须每周造表呈交主席查考,以此保证主席对省府各厅处运行的绝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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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182-185页。
钱端升对此概括称:“中国行省为数极少,而希望在外省分得地盘的军人政客则为数甚夥。许多的内战和政潮即由这分配不均而起。……省

既不设独裁的长官,则省的地盘根本已没有从前那样的可贵重。”参见:社论《省长制与委员制》,天津《益世报》1934年2月6日,第1张第1
版,收入陈夏红编《钱端升全集》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263页。
参见:《讨论中之省制问题 刘峙拟具意见主改行省长制 谓根本办法在改正地方分区 反对合署办公赞成设县政实验区》,天津《大公报》1933
年11月6日,第3张第9版。
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9-464页。
如1916-1917年,四川督军罗佩金、省长戴戡与军务会办刘存厚的对立,最终引发“成都巷战”,不仅导致四川省府瓦解,还拉开地方军阀混

战的序幕。参见: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20-129页。
如1929年至1933年,刘文辉虽两次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但由于省府委员或为与刘氏“平级”的地方军人,或为省外川籍人

士,多数省府委员未到成都就职,使得四川省府始终未能真正组成。到1933年7月刘文辉辞职出走后,四川省政府实际上已处于瓦解状态。
参见:《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组织沿革》(1911年-1949年),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595-596页。

1934年底,刘湘在重庆发表演讲,认为四川新省府的组织应“力求简单化”,即“力避多头制度,每议一事,发言盈庭,终无结果”。参见:《重庆

代表群中 刘湘公开演讲(续)》,《新新新闻》1934年12月30日,第6版。



与之前不同,秘书处在省府运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负责收发省府一切文件,还核呈各厅

处交办文件,甚至对文件的根本性修改,秘书处亦可“签呈主席或保安司令决定,再交各厅处复拟”;此外,还
负责省府会计、庶务等事务。就功能而言,秘书处实际上成为省主席与省府各厅处的纽带,不仅负责上下文

件的流通,也为省主席在处理省政时提供参考。因此,省府秘书长一般也是省主席的“幕僚长”。如刘湘的省

府秘书长邓汉祥,原为刘湘驻外代表,但在刘湘出任省主席后,邓氏以秘书长身份逐渐成为刘湘最重要的幕

僚,成为地方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①。
省府合署办公制度强化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省主席对川省政务的权威,提高了省府办事效率,省府“事权

集中以后,从前迂缓矛盾诸病,立见减除”②。尽管省主席事权的扩张,引发了时人对省府权力结构失衡、重
蹈北洋时代“省长制”覆辙的担忧③,但问题不在于省主席职位的权力大小,而在于省主席能否真正贯彻中央

政府的意志。因此,对于南京政府而言,地方军人主持省府,当然有影响中央权威的可能。但在自身实力足

以全盘掌控川政之前,支持地方军人中实力最强且与中央政府关系尚佳的刘湘顺利施政,使其有能力扫除川

省“防区制”残余,应对来自革命力量的“威胁”,符合南京政府的最大利益④。
从长远来看,改革也为此后中央政府完全掌控四川省政奠定了基础。尽管央地矛盾导致此后十余年的

川省政局屡生风潮⑤,但省政府作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却始终在历任省主席驾驭下履行职能,未再因政争

而无法运作。随着中央政府实力的不断增强,省主席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意愿与程度不断提高。到1939
年,以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为标志,中央政府最终实现了对川省主席一职的掌控。这一结果,对
于统一局面的稳固,意义重大。

然而,强化省府自身的权威与能力并不够,因为省政的有效推行还有赖于县级行政机关的服从与执行。
这涉及到政府权力如何贯通省县的问题。

三 贯通省县:“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推行

四川新省府成立后,原各军“防区”陆续收回,省府对各县的行政控制得以恢复。然而,川省地域辽阔,人
口众多,全省计有152个县级单位⑥,新省府如何将政令普遍推行于全省,无疑是一个难题。而行政督察专

员制度的实施,则为四川省府应对这一难题提供了途径。
一般认为,行政督察专员制的设立,源于19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围剿”共产党武装革命的现实需要,也

源于地方政府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社会强化管理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受到历史上特别是北洋时期道制以及同

一时期朝野“缩小省区”及提高“行政效率”等呼声的影响⑦。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将赣省划

分为若干区,分区设置“党政委员会”,以监督区内各县。随后,此制被推广于“长江各省”。1932年8月,“豫
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同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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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据陈雁翚回忆:“在刘湘主川政之时,关于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除厅、处长及专员须刘湘亲自裁决外,余如各县县长、征收局长以及省立中学校

长,邓汉祥都可随意左右乃至决定。照例上述官职,须由有关各厅签委(当时无须提交省务会议通过),凡有此类签呈,邓恒携签去多子巷刘

湘私邸请刘核定,而可否之间,刘多尊重邓意。至于省府内尤其是秘书处所有科室人员及各县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和省立中学校长等

的任免,邓可完全作主,不再去麻烦刘湘。甚至刘湘亲自下条令委派的县长,邓认为不当,刘湘亦即收回成命。”参见:陈雁翚《邓汉祥在刘湘

统治时期的活动》,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邓(汉祥)秘书长讲《四川现行政制政纲研究———在本所施政纲要课程上讲演》,《四川县训》1935年第2卷第4期,第5页。
傅斯年认为,“合署办公”令省府各厅实质上“皆成省府之科”,秘书厅权势过大,有类于明朝“六部的权都集合在一个承宣太监身上”,他还以

晚清官文与胡林翼督抚同城之例驳斥省府“合署”可提升行政效率的观点(参见:傅孟真《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天津《大公报》1935年2月3
日,第1张第2版)。时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则担心省长制若“为领袖者不得其人,反不如委员制之为愈”(参见:《于学忠对省制之意见》,天
津《大公报》1934年2月10日,第1张第3版)。
钱端升指出,改革省政的根本不在于“省长制”应否实行,而在于地方主政者是否“得人”,因此主张多用些“文人”或“有新智识的人”,少用“军
人”或“无知识或只有旧脑筋的人”,不过,钱氏也注意到各省政情不同,故“并不要求政府立即免除一切现役军人之主省政者”。参见:社论

《省长制与委员制》,天津《益世报》1934年2月6日,第1张第1版,收入陈夏红编《钱端升全集》第8卷,第262-263页。
参见: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88-106页。
截至1935年5月,四川省共有152个县级单位,包括148县、3屯、1设治局。参见:《四川省各县县长姓名表》,《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

7期,统计第76页表(2)。
翁有为《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第41-45页。



布《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该制遂在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各省全面铺开①。
就川省情形而论,自1914年6月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正式公布《道官制》,并将川省划为五道后,道制

作为省与县之间正式的行政区划单位,在川存续了将近16年之久。但在“防区制”兴起以后,道尹的权力被

地方军人治下的“防区”侵夺殆尽。到1930年2月,南京政府下令各省废除道尹,川省地方政制在形式上恢

复了“省-县”二级制,实际上为“防区-县”二级制。四川地域广大,部分“防区”的面积人口超过东部地区一

省,治理已有相当难度,而地方军人施政不善,辖区民众生活困苦。
随着红军进入川北,“防区制”的统治秩序摇摇欲坠,地方军人不得不另寻应对之道。1933年11月,刘

湘宣布将川北红四方面军控制或活动的通江、南江、巴中等17县分为6个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
隶于他领导的“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在制度上已突破“防区桎梏”②。然而,随着1934年8月川军“六路围

剿”红军遭遇惨败,川北“行政督察专区”基本瓦解。1935年2月18日,四川新省府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通
过了民政厅厅长甘绩镛的提议,决定依照南昌行营颁布的条例,“全省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③。3月,蒋介

石正式核准川省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并通令川中各军协助行政督察专员④。自此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开始在

四川全省范围内推行。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的一项“制度创新”,所涉及的分区设计、专员资格及选派、专员职权与地

位、专员公署经费等诸多问题,学界已从制度史的角度加以细致讨论⑤。本文主要讨论该制度为何能够在川

省顺利推行。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行政督察专员拥有广泛的地方行政权力,又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对于中央政府加

强对地方控制具有重要意义⑥。然而,作为一级介于省、县之间兼具行政和督察职能的政府制度,行政督察

专员制度得以在川省立足,并得到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原因不能仅以“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加
以解释。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推行的情况加以分析可知,其在川省立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该制度迎合

了“川政统一”后省府加强对各县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该制度在推行时考虑了地方政治的现状。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顺利推行,符合省府强化对各县控制的现实需求。1935年2月,参谋团主任贺国

光在向南京政府转呈四川省府关于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呈文时指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可起到“打
破防区”与“加强治理”两大作用:一方面,原川军各部防区“均系武力造成,本非自然区域”,故“每区设一职权

较崇之专员以统制之,则各军防区,自然无形消灭”;另一方面,“川省幅员广阔,省府难于统驭,各县苦乏秉

承,军人蹈隙乘间,遂窃权柄,是为‘防区制度’产生之速因”,设立专员则可“使省府政令之达于各区,如身之

使臂,各区政令之行于各县,如臂之使指”,从而“健全政治”,提高效率⑦。贺氏的解释大体符合当时川省政

治实际。从专员辖区分区来看,四川共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辖县数量不等,最多者达12县,最少者亦

有7县,分区大体依照地势形便、经济发展或政治绥靖等原则进行,各区专员驻地则多选择该区域内的经济

中心或交通枢纽县份⑧。较之民初川省五道之设及南京政府“废除道制”后的“省-县”体制,此种分区治理

方式在政治技术上相对合理。与前者相较,行政督察区的设置数量大为增加,所辖县份数量相应下降,有利

于专员履行职责;与后者相较,省县之间设置专员,有利于缓解原“防区”快速废除后地方“省-县”体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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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翁有为等《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2-99页。
《“剿匪”总部颁布“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四川月报》1933年第3卷第5期,第167-172页。按:该条例基本脱胎于鄂豫皖

《“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川绅邵从恩认为,该制度意味着“军民分治之雏形已具,推广至全川之军民分治,四川前途

很有希望,此可谓刘总司令统一全川之先声”。参见:《刘湘张澜等谈安抚大计 安抚委会昨宣告成立》,《新新新闻》1933年10月17日,第9
版。
杜象谷纪录《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1935年2月18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1期,第59页。
《蒋委员长核准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并指示各要点电》(1935年3月22日)、《蒋委员长令各军竭力协助行政督察专员电》,《四川省政府公报》

1935年第4期,第45-46、46页。
参见:翁有为等《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参见:黄天华《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页。
贺国光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下),军事科学院图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497-498页。
《令发四川行政督察专员驻地县名表专员驻在地说明书四川省行政专员分区图仰遵照由》(1935年6月15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

12期,第12-16页。



的治理困境①。
央地双方的合作,也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川省立足提供了另一重保障②。在制度推行过程中,南京政

府与刘湘集团的地位大体平衡,前者在制度设计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在专员人选等实际问题上向后者

作出适当让步。如刘湘所呈行政督察专员制“实施细则”,规定专员“由省府呈请委用”,被南京方面改为“专
员任用,由行营直接委派”③,但对于各区专员人选,南京政府却给予刘湘一定空间,多数人选由刘湘“自行物

色”④。
得益于上述有利条件,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得以在川省立足,并在1936年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一

般认为,通过在四川实施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中央政府在时隔近20年后再度获得了对四川省内基层政权直

接发挥影响的能力⑤。以此而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四川的推行,是中央政府整合地方、推动国家统一的

重要步骤。
但是,从政治技术的视角考量,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推行,不仅打破了因“防区”而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格

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地方军人“交还防区”后省与县之间产生的权力空隙,强化了省府对地方的控

制。邓汉祥就指出:川省“旧日行政组织,病在头重脚轻,基础不固。由省到县,苦于鞭长莫及。……尽管上

级政令如何紧张,一出省门,便感松懈。故本府通盘筹划,将全省划为十八行政督察区,为省县之联锁,作省

府之耳目”,在他看来,18位行政督察专员,“譬如银行十八个支店,都在一个总行名义之下,作积极消极之活

动。省府政令,先达于各行政区,然后分配于各县,而以专员兼县为模范”⑥。可见,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置,有
利于四川省府在基层的有效施政。

四 国权下县⑦:“裁局改科”与“分区设署”
“行政督察专员制”主要针对省县之间的治理薄弱环节,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表述为“省权下县”。然而,

中央政府通过省府行使的国家权力若不深入县及县以下区域,则中央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为此,南京政府在川推行了旨在“国权下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办法是“裁局改科”、“分区设署”。

县府裁局改科的初衷与省府合署办公大体类似,但相较而言,其“裁汰骈枝冗员”以节省地方行政经费的

意图更为明显。1934年12月31日,南昌行营颁布县府“裁局设科”大纲,宣布将原县政府所属公安、财政、
教育、建设各局概行裁撤,其原有职掌归并于新设的县府一、二、三科,其中教育与建设应并为一科,公安事务

改由县府新设之警佐行使,财税事务统由各县新设财政委员会及县金库分别办理审核与支出保管事项。县

府撤局改科后,县政统由县府上下行文,由局改设的各科科长,作为县长处理县政的僚属(佐治人员),由县长

遴选委任,县长成为了县政运行的绝对中心⑧。

961

车人杰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事实上,在四川走向“防区制”的过程中,原本可能阻碍地方政治“碎片化”趋势的道制,因其过大的辖区设置而未能发挥实际作用。“防区制”
虽属地方军人侵夺省、道职权,但在客观上填补了省、道职权无法正常行使而造成的地方权力真空。
贺国光致函杨永泰称:“近经向甫澄熟商,照行营所颁‘剿匪’省份之改进保甲,团队,封锁匪区,及划行政区设立专员等四事,均极诚恳接受,
而甫澄以下各界人士,亦盼予以刷新改造。”参见:《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函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四川省近况及

恳请拨发补助款项》(1935年2月6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综合·财政·各省财政(一),档号002-110704-00016-001。
贺国光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下),第499、503页。
刘湘物色的专员人选,“在川中多属一时知名之士”,包括参谋团成员、川军其他各部成员及社会贤达,刘氏个人派系的色彩并不浓厚。参见:
《刘湘呈蒋中正拟委四川省各区督察专员人选》(1935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二
十三),档号002-080200-00450-136。
如1935年7月,川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陈铨在返乡时目睹了“行政专员”巡视地方各县的“威风”后称:川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各处巡查”,
“无论军政民事,他都可以受理”,令各县公务人员“骇得心慌”,“这十二位行政专员(按当时川省尚有五位专员位置空缺)权限是很大的,而实

际的权限,还是在中央的把握”。参见:陈铨《进步的四川》,《独立评论》1935年第169期,第17页。需要指出的是,陈氏所谓“行政专员”对
省府命令“可以置之不理”的说法,虽无法理与事实支撑,但却揭示了社会舆论对于行政专员制度的认识或期望。
邓(汉祥)秘书长讲《四川现行政制政纲研究———在本所施政纲要课程上讲演》,《四川县训》1935年第2卷第4期,第5页。
“国权下县”,系借用“皇权不下县”的表述。关于“皇权不下县”的论述,参见:胡恒《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1-323页。
大纲原文,参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32-235页。此前,依据《建国大纲》中以县为单位实行“地
方自治”的精神,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了《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依县等设二至四科,各县设公安、财务、建设、教育各局,县长与该县

各局局长组成“县政会议”,决定县预算决算、公债、公产处分、公共事业举办等事项。



在全国各省中,四川是实行县府“裁局改科”最早的省份之一。资料显示,早在1931年10月,刘湘即已

通令其防区各县政府 “合署办公”,1932年4月又通令将防区各县教育、建设、财政各局“通令改科,并入县

府”①。“川政统一”实现后,“裁局改科”向全省范围推行。1935年2月25日,省府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决

议,“通令各县:财建教各机关一律改局为科,并入县府”②;3月1日,四川省府秘书处通电全省各县:“此次本

省政府改组成立,实行合署办公,对于县府组织,应尽合理一贯之改进”,“县长综理县政,必须名实相符,庶足

以率属而责效”,要求全省各县在本年5月1日前完成“裁局改科”③。“裁局改科”将县府事权集中于县长,
使省府能通过县长任免及专员督察等渠道加强对各县的控制,从而保证中央及省府政令能及时、快速地向基

层推行④。
“分区设署”是指县以下分区设立区公所,以管理县以下的地方自治事务⑤。1932年8月,“鄂豫皖三省

‘剿匪’总司令部”颁布条例,将区长一职改为委任职,并规定其职权,包括辅助县长执行其职务、宣达区内奉

饬遵行之法令及调查报告区内各种情况、监督指挥区内保甲人员执行其职务等。1934年12月,南昌行营公

布“分区设署”大纲⑥。1935年4月16日,四川省府通令全省各县,依据南昌行营所颁大纲规定,在全川范围

内推行“分区设署”(又称“区署制”)⑦。
按照省府设计,全川各县旧有的“区公所”一律改组为“区署”,无“区公所”的县一年之内皆应设区建署。

截至1935年10月,除温江、资中等19县(屯局)外,全川各县基本完成“分区设署”,共计设区署516个⑧。
对于区署的人员与经费,四川省府亦予以一定保障。区长一般遴选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人员充任,并设置

“区员”、“书记”等辅助区长工作⑨。区署经费,按南昌行营的规定,应出自“地方公款”,然因川省各县“地方

自治”经费无多,裁局改科后所余亦有限,最终改由“省库开支”。此外,省府要求各县设置区数及其等级,“概
由省府规划”;开办区署,“应就原有区公所地址公物备用,倘至万不能节省时,每区至多不得超过三百元”;
“区署旅费,每月补助十五元”,并“不得藉辞另筹分文,致干咎戾”。

“分区设署”旨在通过在县与基层社会之间设置一个“中间机关”,协助县府处理地方政务,改善县以下地

方基层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县府“裁局改科”后县长因事权集中而面临的政事过繁之弊端,加强了

县长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将“区制由自治机关,根本改造为官治之行政机构,以成县政府之支部,
而确立县政之下层基干”,在基层显著扩张了国家权力。此外,除“特别的含有政治‘深入民间’之要素”外,区
署还被赋予承担基层社会“管、教、养、卫”等职责。随着“分区设署”的推行,“防区制”时代川省县以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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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二十一军戍区各县县政概况》,《四川月报》1933年第3卷第3期,第147-149页;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政务处编《施政汇编》
上编,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83册,第56页;王春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

区县政整改为例》,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44页。
杜象谷纪录《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录》(1935年2月25日),《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1期,第61页。
《省府令改革县府组织电》,《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2期,第63页。按:该电同时规定,原防区时代各县已制定的合署办公办法可继续

执行。
不过,县府事权过于集中,也导致县长事务繁重,难以兼顾“提高效率”的改革目标。如当时有县长称:现在县长“不干别的,单填调查表统计

表,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只能苦丧着脸,马马虎虎的填写。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了”。参见:《“百废俱兴 一事无成” 可虑的川局》,天津

《大公报》1936年4月13日,第1张第4版。
清末以降,区乡一级行政机构陆续出现,打破了古代国家在县下不设治的传统。但由于政治动荡与国家分裂,早期区乡行政形态各异。南京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在县以下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区和乡镇两级行政自治组织及闾邻自治组织,但因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与地方文化、社会

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地方自治进展极为缓慢。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3-
199页。
详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51-280页。
《令发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仰遵照由》,《四川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6期,第62页。
《各县成立区署杂讯(四则)》,《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145页。
“县政人员训练所”是“川政统一”后刘湘主办的地方官吏选拔、培训及任用机构,由刘湘亲信幕僚、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实际主持。该所学员毕

业后被刘湘大量任用为县长、局长、区长,成为刘湘控制川省基层的骨干,在地方政坛号称“县训集团”。据邓汉祥回忆,刘湘主政时期,“县训

人员担任县长的经常保持八九十人;全川五百多个区长,完全是县训人员充任”。参见: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政协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
《各县成立区署杂讯(四则)》,《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145-148页。
以上内容,参见: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273、276-280页。



社会的“自治”状态被打破,中央政府通过省府行使的国家权力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
不过,困窘的地方财政,使得区署在制度上承载的多重目标很难尽数实现。川省县份数量达150余县,

“分区设署”给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负担。根据1935年8月川省财政厅拟订的年度财政预算,“各县市区署

公费”占全省总预算开支的6.67%及全省政务费开支的25.5%,是除军费与到期债务以外全省第三大财政开

支①。沉重的财政压力,使得区署经费极为短缺,严重影响其行使职能②。除此以外,作为国家向地方社会推

行政令、汲取资源的主要执行机构,区署常常成为国家与地方社会冲突中的“首当其冲”者。自1935年12月

到1936年上半年间,就有射洪、潼南、盐亭、遂宁、泸县、营山等地区署被“乡民”捣毁,多位区长被“匪劫”甚至

被杀③。1936年4月,四川省府在一份通令中承认,“区长被杀”、“区署被毁”屡发,与区长“偷怠贪污”有关,
要求整饬“纪纲”④。但在国家初步介入基层社会、政权力量仍显薄弱的情况下,仅仅号召基层官吏自身“切
实检点”,显然不能消解上述冲突。

五 结论: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行政制度,省制的本意是强化国家治理广袤国土的能力。但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地

方制度一样,一旦中央权力衰微,地方势力乘势而起,则原本为“中央所授与”权力的省⑤,亦不免“狡黠乘之,
据以为雄”⑥。民国初年,央地矛盾日趋尖锐,朝野各方围绕“省制”展开激烈争论。此后,随着国家走向分

裂,军阀纷纷占据一省以抗衡中央,主张中央集权的人士逐渐将“省”与“国”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峙然隐成抗

敌之势”⑦。中央与各省之间逐渐形成“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格局,削弱省权遂成为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国

家统一的习用思路。
与上述思路相对应,为“省制”辩护以及主张维持甚至“扩张”省权的主张,在当时同样存在。这些主张一

般从地方特性、历史文化传承、地方自治及联邦制理论等角度为省制辩护⑧。到1920年代初,由于中央无力

统一国家,由各省分别“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路径,更一度成为部分政治家和国

人的政治尝试⑨。
尽管随着“联治”运动的失败,为“省权”辩护的主张逐渐销声匿迹。但在中央政府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

“强化省权”的方式实现局部统一,进而推动国家统一的渐进式方略,在政治技术层面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

政治尝试。
自元朝建立省制以来,不论是作为中央监察地方的机构,还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省最主要的功能都是

监督或管辖更多的下级行政机关,以此缩减中央与基层沟通的距离,减少治理成本。因此,省之于更低层级

的地方行政单位有集权属性。揆诸民初政局,国家政治的分裂并不完全表现为各省之于中央的分裂,一些

省份内部亦存在政治分裂。正如时人所言,“今日吾国中央政令不能悉行于各省,各省之政令不能悉行于各

171

车人杰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廿四年度四川省政府收支预算书草案》,《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4期,第260页。事实上,此预算草案所列200万元,还不包括在同年

10月1日以前已成立区署县份的开支,而这些县份的区署开支此时尚出自地方公款,自1936年1月1日才改由省库开支。
如作为川省最发达县份之一的巴县,所辖各区署竟亦“借贷度日”;资阳县辖四区1936年全年开支1.47万元,占该县全年行政开支的38.38%,
该县所得省府年拨款总额的55.06%。分别参见:《巴县各区署竟借贷度日 县府电请省府救济》,《新新新闻》1936年2月8日,第5版;王春

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第57页。
分别参见:《射洪建兴场被劫 区长区员被劫杀》,《新新新闻》1935年12月18日,第5版;《潼南团匪激战 赵区长被匪掳去》,《新新新闻》1936
年1月3日,特刊第2版;《因没收头上白帕 潼南乡民捣毁区署》,《新新新闻》1936年1月12日,第6版;《盐亭第三区署竟又被捣毁》,《新新

新闻》1936年2月12日,第5版;《遂宁第四区署昨被乡农捣毁》,《新新新闻》1936年4月25日,第5版;《泸县土劣倚酒发疯捣毁第五区署》,
《新新新闻》1936年6月20日,第6版;《股匪三四十人蜂拥入场 营山区长被击毙》,《新新新闻》1936年3月3日,第6版。
《区长被杀 区署被毁 省府通令 整饬纪纲》,《新新新闻》1936年4月15日,第9版。
白坚武《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1916年第1期,第30页。
陈启天《省制论略》,《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期,第10页。
白坚武《省制与宪法》,《宪法公言》1916年第1期,第30页。
参见:徐杨《废省与缩省:民国时期省制改革的探讨与实践》,《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34-135页。
杨天宏《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0-29
页。
参见:李剑农《就历史上观察中国的省制》,《新时代半月刊》1931年第1卷第4期,第1-4页。



县”,“一省之中,割裂数区,自为风气,已不能免”①。对于志在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来说,通过“强化省权”,
依托省的力量整合权力结构多元、利益关系驳杂的地方乱局,不仅能有效节约行政成本,降低政治风险,也能

为未来进一步整合地方、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实质性“统一”奠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省地方政制的改革,基本遵循以上逻辑。通过推行“省府合署办公”、“行政督察专员

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地方政制改革,南京政府在川省初步构建起由省到县的地方行政制度网络。
这一改革,巩固了省主席对川省政务的权威,强化了省府对县的控制,使得“省县政府权责集中,施政便捷,而
省县之间有督察专员制以增益推进效率,县以下充实区属组织,以增益最接近民众之下级行政效率”②,不仅

防止军阀割据在四川死灰复燃,而且还将省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威延伸到县以下基层③。
南京政府选择倚靠刘湘处理川事,刘湘集团主持的省府作为改革的实际推动者,其政治影响力在一段时

间内得到加强。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不一定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反而为国家统一的巩固创造了有利

条件。纵观全面抗战前南京政府与各省关系,大体经历了由“相对分治”到“武力统一”再到“政治统一”的变

化。特别是19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程度加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不断发展,内外交

困、实力有限的南京政府不得不尽力避免与各省的实力派冲突和决裂④。在此情形下,通过地方政制改革,
加强刘湘集团权威,巩固“川政统一”,并使川省地方行政体制与当时南京政府治下各省趋于一致,不仅避免

了四川地方重回军阀混战旋涡,还为四川进一步融入南京的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
不过,“强化省权”毕竟只是巩固统一的手段。省作为地方行政治理体系的最高层级,其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权力划分问题终究无法回避。随着央地关系“蜜月期”的结束,南京政府与刘湘集团的权力博弈日趋激烈,
中央与省之间的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之中⑤。类似的情况,非但出现在四川,在同一时

期的广西、云南等省,南京政府所面临的挑战甚至更为严峻⑥。
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治问题的“症结”自然可以归结于地方军人“拥兵自重”且“居心不良”。但在当

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缺乏一劳永逸地解决地方军人拥兵自重的条件,只能选择与地方军人合作,“徐图

统一”。
四川地方政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地方军人的权力与威望虽非源自中央政府“授予”,但双方在“巩固统一”

时存在合作空间。1937年5月,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刘湘集团的关系剑拔弩张之际,一位驻川中央政府官员

就承认:
甫澄(刘湘)为地方观念、封建思想及英雄主义之参合结晶品。然颇刻苦自励,富于责任心,重

感情,并知爱国爱家爱领袖之道……当其二十三年冬到京及二十四年春参谋团入川之际,彼确具追

随钧座(指蒋介石)之心,并常以中央军为榜样,亟图感格改善其部下。迨我中央助之剿平“赤匪”,
打销防区制,整理金融,统一财政,并钧座温语慰勉,予以四川军政之全权,其感激向上之念,益形于

言表。⑦

问题在于,国家统一的长久巩固,不能仅仅依靠地方军人的“觉悟”。南京政府与刘湘集团的关系完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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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瞿兑之《省制论》,《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30期,第3页。
程懋型编《“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7册,第146页。
当然,随着省府及以下各级政府规模与职能不断扩张,“提高效率”、“节省经费”等改革“初衷”形同具文,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开支剧

增、“官多生事”等弊端日益突出。到抗战中后期,旨在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行政三联制”等改革遂应运而生。参见:陈之迈《中国政

府》,第462-464页。
翁有为《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第100-101页。

1935年9月4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对刘湘“欺诈不实痛加面斥”,刘湘为此“大发脾气”,这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标志性事件。参见:《康
泽自述及其下落》,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如1936年“两广事变”中,广西桂系势力几与南京政府兵戎相见;而在云南省,其省主席龙云则长期抵制国民党政权,并于1945年10月被

“武力解职”,而继任省主席的卢汉最终于1949年12月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决战西南”图谋。分别参见: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

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27页;杨维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双重奏———以云南为例》,王建朗、黄克

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8-1113页。
《川情机密报告与彻底安川建议》,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数据·政治·川康滇黔政情 (一),档号002-080101-
00038-010。按:原件未标注时间,据内容判断应为1937年5月。



立在“合作剿共”的利益基础上,央地权力的划分并未从制度上清晰界定,而是仅以诸如“委以(地方)全权”、
“接受(中央)指导”之类的含混语言概括①。随着红军主力离川及地方改革的推行,南京政府的“指导”、“辅
助”与刘湘的“全权负责”之间出现权力交叉,双方摩擦日益增多,最终走向对抗,地方政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随

之陷于停滞②。
困境的破解之道,理论上应通过在宪法框架下适当划分央地权限,在统一前提下合理容纳地方诉求的方

式加以解决。然而,在民国大部分时间里,央地权限的划分未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即便有规定,亦无实施的

社会条件,以致央地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尖锐③,加之革命浪潮兴起,国民党政权只能在内外交困中轰

然倒塌。

ReformofSichuansLocalPoliticalSystemby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
afterPoliticalUnificationofSichuanProvince

CheRenjie
SchoolofHistory&Culture Sichuan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5 China

Abstract SincetheearlyRepublicofChina SichuanhasbeenunderthetheDefenseZoneSystem Fang
QuZhi  makingitdifficultforthecentralgovernmenttoexertitsauthorityintheregion andtheprov-
incehasbeeninastateoffragmentationandwar Inthesecondhalfof1934 becausetheSichuanArmy
sufferedadisastrousdefeatbytheRedArmy 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intervenedintheSichuan
politicalsituationtoachieveunification Afterthat inordertoconsolidateunification theNanjingNa-
tionalGovernmentimplementedmeasuressuchasthejointofficesystemoftheProvincial-government the
systemof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commissioner theBureauReductionandSectionReorganization and
theEstablishmentofDistrictgovernmentinSichuan attemptstoconsolidateunificationbystrengthening
provincialpowers andcreateconditionsforthecentralgovernmenttofullycontrolSichuan However 
thedivisionofpowersbe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theprovincialgovernmenthasnotbeenproper-
lyresolved astherelationshipbetweenNanjingandLiuXiangdeteriorated thepowerrelationshipbe-
tweentheCentralgovernmentandtheSichuanprovincialgovernmentonceagainfellintoagamedilemma 
whichledtothefinalstagnationoflocalpoliticalsystemreform 
Keywords thePoliticalUnificationofSichuanProvince theNanjingNationalGovernment localpolitical
systemreform SichuanProvince relationshipbetween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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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人杰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①

②

③

同时期入川游历的张季鸾,将此种关系概括为“刘甫澄全权负责,处理川事,而中央指导而辅助之”,并认为“今后趋势,也是如此”。参见:季
鸾《川黔之行》(二),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据《大公报》报道,过去一年的四川,“百废俱兴,一事无成”;与此同时,蒋介石亦认为“川军川政川俗无甚进步,焦灼不堪”。分别参见:《“百废

俱兴 一事无成”可虑的川局》,天津《大公报》1936年4月13日,第1张第4版;《蒋介石日记》,1936年4月14日。
当时无论是《训政时期约法》,还是《五五宪草》,对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定都模糊不清。1934年7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与修改,国民

政府立法院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审查案》(即《五五宪草》的前身)中删除了此前初稿中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一节。《大公

报》对此评论称:“中央与地方权限之争,实随民国成立以俱来……(草案)于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削而不录,转更混沌,此乃中国宪法史上最

难解决之一宿题,今后仍须从长商榷者也。”参见:《读宪法初稿修正案》,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12日,第1张第2版。


